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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进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从称谓特殊人群到作为普遍的群体模式，二是从成员被指认/被识

别到成员主动认同并采取自觉行动。 

今天我们所讨论的民族，其实不是 nation 与生俱来固有的本质内涵，也不是 nation 进入中国

之初的首要内涵。我们要放弃一切形式的概念原教旨。在中国社会已经民族化的现实环境中，如

果继续把民族同欧洲的 nation概念绑在一起，听凭它被 nation观念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继续侵蚀，

则有百害而无一利。其实，nation 概念自中世纪末期开始便不断被欧洲现实政治塑造和再塑造。

这种开放性才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到的，也是我们能够提出自己的民族概念、建设我们自己的民

族理论的基础。 

中国的民族化已经百年，成就斐然。但一些问题也正在显现出来，挑战社会团结和国家统一，

亟待从学理上加以澄清。我们应该而且可以根据中国的国情，重新界定民族的内涵，厘清个人、

民族、国族、国家之间的关系。重新界定民族概念，意味着改变此前习惯于被动消费西方概念、

处处受所谓正统性牵制的窘境，意味着正式启动民族概念的中国化，由此真正努力摆脱 nation 内

在的逻辑和政治紧身衣。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和接续数千年的政治传统，足以支撑这一努力所需

要的智识资源。当然，在建设民族理论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关注国际学术界相关问题的动态趋

势，学习和吸取其有利的新成果，但不能简单奉行拿来主义。无论如何，建设新理论是一项庞大

而艰巨的工程，需要数代人共同努力方能完成，所以，本文只是抛砖引玉。 

 

 

【论  文】 

西方族体概念的语义流变与演进逻辑1 

张  健2 

 

提 要：族体概念主要用于描述和解释人类的群体性生存和发展，西方族体概念主要包括

“nation”、“nationality”、“ethnic group”等，这些概念内涵的纷争演变与民族国家这一政

治组织结构密切相关。当民族国家成为最基本政治形态后，族体概念着重体现为是否能够组建民

族国家的身份资格问题；在全球化加速推进，民族国家体系受到冲击时，族体概念则突出表现为

民族认同与整合路径的选择。西方族体概念的语义流变与演进历程，是根据本国历史文化特点而

进行的理论创制，也是维护共同体稳定与发展的理论选择。当前，我国也面临着国家整合与民族

认同的历史性课题，我们在选用族体概念之时，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论模式，要凸显本土意识和学

术自觉，构建符合中国发展要求的理论话语体系。 

关键词:西方; 族体; 概念; 民族国家; 全球化 

 

群体性生活是人类本质的要求和表征，这种类存在的本质是人们认识自身生存状态，探索良

好社会秩序的基石和起点。族体概念就是用于描述和解释这种类存在现象，当前族体概念在西方

语境中主要包括“nation”、“nationality”、“ethnic group”等词语，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概念却

始终处于变动不居和纷争不断的状态。以至于斯宾格勒就曾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民族一词的使用

                                                        
1 本文刊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 年第 4 期，第 9-14 页。 
2 作者为云南大学《思想战线》编辑部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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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相对随意，但又不断受到严格的批判。[1](P.159)究其原因，既有所指对象本身变化造成的困惑，

也有建构者有意为之带来的干扰。但无论争议多大，澄清族体概念的内涵，或至少做到理论上的

自觉，是任何一个相关研究者都必须直面的首要问题。而对于这样的超级概念，直接断言其内涵

往往很难搁置争议和做出令人满意的评析。为了尽可能地避免无谓的争论，可以借鉴蒯因提出的

语义上行的研究策略，把直接回答相关族体概念的内涵，转换成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以及在何

种系统中使用这一概念，从而揭示出其背后预设的深刻逻辑，使族体概念的“本质在语法中道出

自身” [2](P.33) 

 

一、西方族体概念的词义溯源 

 

对西方族体概念的研究，之所以选取“nation”“ nationality”和“ethnic group”进行分析，

不仅因为这些词汇在当前国外政治学、民族学的族体分析中占据主流地位，而且也是中文族体概

念进行翻译时所对应的主要词汇。国内族体概念的内涵与译名之争，与这些词汇的理解有着直接

关系。[3]在这些有关族体的概念之中，nationality 一词产生较晚，并与 nation 关系紧密。而 nation

和 ethnic group 从词源上有着较为久远的历史。 

“nation”一词最初源于拉丁语“natio”，它的含义主要指出身和血缘性的关系。并且带有一

定的贬义。因此，罗马人往往以此指来自共同地域的非本国人群，而极少指称自己。[4]进入中世

纪后，“natio”一词成为一个正式的法律用语，但与现在的“nation”一词并非同义词。许多中世

纪的大学吸引了大量来自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学生，这些学生往往就被安排在各种“nations”

之中。[5]此时，“nations”一词是对那些既居住着绝大多数本地人，又夹杂着少数外国人的“混居

区”的称呼。[6](P.10) nation 最初的贬义色彩由此也就逐步消失了，但其政治色彩仍然相对淡薄。 

“ethnic group”是“ethnic”和“group”组合而成的复合名词。其中，“ethnic”的词源可以

追溯到古希腊的“ethnos”，是“ethnos”拉丁化后的形容词。“ethnos”最初的本意是指较小规模

的同类集合，即“群”或“群体”，既包括人也包括动物。[7]荷马史诗中就出现过把“ethnos”与

“年轻人”、“步兵”和“苍蝇”、“鸟”等名词的复数结合使用的情况。后来，该词更多地倾向于

指代具有血缘关系的群体。由于古希腊是不同地域的人类群体第一次大规模接触、交融的时代，

所以“ethnos”一词也掺入了“种族”(race)或“部落”(tribe)的含义，常用来指称非希腊部落。[8](P.468)

随后的基督教兴起及其发动的“十字军东征”，使得该词汇在转变成为英文后又增添了几分宗教

色彩。直到 1804 年，“ethnic”一词出现，仍被用来形容异类宗教。[9]总体上说，在近代之前，ethnic

及其词源 ethnos，更多的是描述一种与自身存在差异的异己群体，而其中的区分标准又是多元的，

包括血缘、体质、宗教等多种因素。 

 

                                                        
[1] [德]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二卷，吴琼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6 年.  
[2] 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 我国学界对于族体相关概念的争论由来已久，从清末梁启超、孙中山、潘光旦等对民族概念的引入与界定，到

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费孝通等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

民族概念译法等问题，几次掀起学术热潮；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民族概念及其翻译再次成为学术焦点，199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和《世界民族》编辑部再次就“民族”概念及其应用问题

进行集中研讨。随后关于民族概念及翻译问题一直是民族学界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 
[6] Williams, Raymond. Key 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Fontana Press, 1983. 
[5] Connor, Walker “A Nation is a Nation, is a State, is an Ethnic Group, is a…”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978；

Greenfeld, Liah,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6] [英]休·希顿-沃森，《民族与国家》，吴洪英、黄群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7] Bharat Gupt, What is Ethnic? http://www.indastar.com. 
[8] Frank N. Magill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Volume One,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K. and U.S., 1995. 
[9] 郝时远，“Ethnos 民族和 Ethnic group 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民族研究》2002(4).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http://www.360buy.com/writer/吴琼_1.html


 33 

二、民族国家建构与族体资格认定之争 

 

当人类历史推进到近代之后，西方社会中与族体概念相关的词汇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而这种转变是与民族国家这种特定国家形态的构建及其发展历程紧密相关。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

是一种“nation”与“state”相互契合的政治形式，或者说在民族国家时代，民族与国家之间存

在一种共生关系。正因如此，伴随民族国家体系的建构，“nation”概念就逐步转变成为一个政治

色彩极为浓重的词汇，多用来指称一个民族国家内部所有成员共同构成的人群共同体。在某种意

义上，“nation”这个族体概念与人民、国民概念具有内在的相通之处。这一共同体占有固定而明

晰的疆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深刻的领土观念和领土认同，具有明确区分“我者”与“他者”

的边界意识，拥有自由民主的权利，同时认为自身享有共同的历史或文化特性。 

应该说近代之后，基于民族国家的基本属性，人们对“nation”的理解达成了一定共识，但

并未认真而严格的对其进行界定。如，英国直至 19 世纪，“nation”仍然作为 “race”的同义词

使用。[1]而在美国，“nation”也曾经被用来指称印第安人。[2]即使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

“nation”也并不总是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而是认为这种族体是由部落发展而来。而自 19 世

纪末、20 世纪初开始，人们已经不再满足对“nation”概念进行宽泛的运用，力图收紧其使用范

围。关于 nation 的定义大量涌现，其中许多成为影响深远的经典阐释。马克斯·韦伯认为，“nation”

是一个与国家紧密联系的共同体，而且也追求建立自己的国家共同体。[3](P.172)斯大林在《马克思

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提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民族四要素，即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

生活及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4](P.28)这些界定已经将“nation”概念同政治形态尤其是国家

现象连结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这一族体词汇较为清晰的内涵和外延。5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正处于民族国家体系逐步构建和不断完善的阶段，人们对 nation 界定的

根本指向是民族国家，而其内涵之争的背后则是资格之争或权利之争。任何概念在达成一致之前，

使用者往往就是概念的主人；而在达成一致之后，概念自身就成为了主人。当民族国家的制度优

势没有充分显现的时候，是否是或者有资格成为“nation”，并不会成为人们争议的焦点。但伴随

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扩张和被压迫人民反抗斗争的加剧，民族国家的竞争实力和制度优势逐渐

显现出来。既然“nation”是与民族国家互为表里、一体两面或者说是与国家实体等大的人群共

同体，那么某一人群共同体是否已经拥有或者有资格去拥有“nation”这一崇高而神圣的头衔，

就成为这一共同体争取民族自觉、获得民族独立、构建民族国家的重要武器和理论依据。例如，

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斯洛伐克人、马其顿、芬兰人、爱沙尼亚人、犹太人等，纷纷宣称自

己是“nation”，而在这之前，这些人群是不被当作“nation”的。这一改变的直接目的就是追求

自己的民族国家建构。[6](P.107-113,108-180)在这一过程中，“nation”概念不仅意味着某一族体具有构

建国家的权利，而且也意味着能够通过民族利益的口号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来进行政治动员，积

聚权力资源，从而使得民族国家的建立成为可能，从应然状态走向实然状态。 

同样，已有的民族国家中的“nation”是否承认其内部仍有人群可以称为“nation”，也关系

到这一民族国家的一体性和稳定性。对于“nation”和“nationality”的主动区分开始于 19 世纪，

两者相比较，“nation”比“nationality”的外延更广，享有权力的层次也更高。这一区分的目的

                                                        
[1] Banton, Michael. Racial Theo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2] Davis, Horac, 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3] H. H. Certh and C. Wright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4]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5]郝时远对斯大林民族定义有过系统而全面的论述，认为是对国家层面的民族内涵的科学系统阐释。（参见郝时

远：“重读斯大林民族定义”，《世界民族》2003 年第 4、5、6 期。） 
[6]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贾士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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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否定其他人的“nation”地位。作为同样具有政治性内涵，既可指族籍也可指国籍的族体概

念，“nationality”在 19 世纪的奥匈帝国中就已经作为官方用语进行使用。奥匈帝国中也有群体

希望得到“nation”的称号，但哈布斯王朝却拒绝承认，并且认为不存在奥地利民族（nation），

也不存在其他民族（nation）。拒绝承认奥地利人民以及国内其他族体的“nation”地位，其目的

是为了巩固国家共同体和国家疆域的一体性。在这样的政治考量下，“民族（nation）”一词若用

官方的说法，就是指隶属于哈布斯王朝的臣民之中那些公认的、现存的、具有截然不同文化和语

言的社区。[5](P.199)由此，nationality 常被用来指称某一国家内部得到了一定的政治承认，但却没

有资格建立主权国家的群体。 

资产阶级是有祖国的，但资本却是无国界的。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

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对外扩张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在殖民扩张的进程中，西欧国家发现了被殖民地

国家更为多样的人类体质上的差异。由于群体间的生理差别显而易见，因此，与人种相关的生理

指标也容易成为群体间的区分标准。为了定位这些人群共同体，种族观念成为重要的判断标准，

在这一趋势下，“ethnic”中的种族内涵被凸显和强化。霍布斯鲍姆就指出，生理体质加强了包括

民族在内的群体间的差异性。[1](P.75) “ethnic”一词从可以表示任何与多数不同的少数群体，演

变为主要指称非民族国家模式或在民族国家中还没有融入“nation”的人群共同体。他们认为被

称为“ethnic”的人群，更多的是体现出一种原始性，不具备“nation”的统一性和现代性，也不

具备管理自身的资格和能力。对于早期的西欧国家，他们对殖民地人群的种族观念与进化论观点

相互作用，其更深层的用意是赋予殖民统治以正当性，使不同类型的族体概念成为殖民扩张的重

要理论工具。 

 

三、国家认同危机与族体整合路径之争 

 

人类历史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之后，伴随殖民地国家的纷纷独立，世界范围内的民族

国家体系逐步确立。但民族国家的内部共同体建设问题却面临着更为严峻的问题。一方面，全球

化进程消解了国家权力和国家主权的至高性和神圣性，使得民族国家这种社会治理形式变得不再

那么高效。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对民族国家特性和民族国家认同构成了挑战。特别是大量跨国移

民聚众成族现象的普遍化，在民族国家内部出现了新的民族过程，对于以往国家共同体的内部同

质性形成了威胁，以至于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也对美国内部共同体的建设深感忧虑，发出了

“我们是谁”的感慨。 

这样的形势对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新兴民族国家的挑战更为巨大。这些国家不仅要应对全球

化的压力，还要面对自身先天条件不足的困境。同西欧原生性的民族国家不同，这些国家的内部

族体结构相对复杂，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之前并不存在一个同质性水平较高的“nation”，甚至不

存在能够涵盖国内各个族体的统一族称。为实现国家独立和融入现代民族国家世界体系，这些新

兴国家在谋求主权独立的过程中大多依靠民族主义作为反抗殖民与压迫的政治动员手段，而这又

进一步强化了族体间的异质性，致使族际间的整合难度加大。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下，全球化与现

代化并肩而至，民族主义思潮的蔓延和族体间利益分化与博弈的激化，进一步对国家共同体构成

了冲击和挑战。加之在学术领域，作为对现代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后现代主义思潮日渐兴起，并

极力排斥“整体性”观念，强调异质性和特殊性。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之下，新兴民族国家之

内的“nation”已然与西方民族国家构建之初的“nation”概念在性质和特点上出现了相异的演变

趋势。此时的“nation”，内部的均质化和一体化特征有所消解，而结构性和多元化特征有所固化。

面对这样的境况，理论界不得不对相关族体概念的理解，进行广度和深度上的重新拓展和发掘，

                                                        
[1]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35 

选取何种族体话语体系最有利于民族国家应对挑战并继续向前发展，就成为全世界最为关注的重

大理论课题之一。族体类型的进一步划分，族体内涵的进一步重构，也就被凸显出来了。 

其中对于“nation”这一族体概念，当前西方学术界的解释与此前相比，显得更加细致和周

延，并形成了三种理论模式：第一种特别强调“nation”的历史久远性和自然属性。认为“nation”

这一人群共同体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人类产生的初期，其中宗教、语言等原生性因素具有很强的历

史传承性，如埃德华·希尔斯研究了工业化时代的“原始”联系，格尔茨分析了原始忠诚的特点。
[1](P.55)这一看法，从自然属性的角度注意到了“nation”这个族体的内核与凝聚力，但却忽视了

“nation”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伴随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出现的基本

事实。并且，“nation”与以往的族体概念的根本区分之处就在于它更具政治属性，更强调与国家

政权（state）的耦合性。在民族国家正普遍面临全球化、现代化、后现代主义解构性挑战的时代

背景下，过分强调“nation”的自然属性还蕴含着将原生性文化共同体进行政治泛化的风险，进

而加剧民族国家的整合困境。也正因如此，这样的理论解读从提出之日起便饱受争议。 

第二种是强调“nation”的生成性与构建性，认为“nation”是通过政治、文化、经济等手段

进行建构的产物。比较典型的如霍布斯鲍姆关于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民族的观点，[14](P.9)本尼迪

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2](P.6)等等。按照建构主义的理解，只有当一个群体想象自己

是一个“nation”时，它才能真正成为一个“nation”，因此“nation”本质上是一种“想象的共同

体”，或者说是一种现代的（modern）想象形式。建构派的观点直接对原初派构成了颠覆性冲击，

同时也受到来自原初派的激烈反驳。在对方看来，“nation”并非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构建起来新事

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早在宋代就形成了类似民族主义的民族自觉意识[3](P.39-40)，因此只有民族

国家是新近构建的人造物，而民族是早就存在的自然物。然而这样的批驳实际上是有失偏颇的，

其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注意到现代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与主权在民和民主政治意识联系在一起的。一

个族体意识是否上升到了民族主义高度，以及一个族体是否为“nation”，关键之处在于是否具有

获得国家所有权的强烈愿望。而建构主义强调的，也并非所有族体形式都是构建的，而是专门解

决作为“nation”的现代民族与民族主义本质为何的问题。在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和国内整合的

实践中，建构主义提供的最大参考价值就在于隐晦地提醒了认同的重要意义，民族和民族主义是

现代构建的产物，当然也存在着分裂解构的现实风险。 

第三种是对前两者的综合，即族群—象征主义。如史密斯认为，“nation”这一族体概念，确

实拥有共同的文化和久远的历史，这是形成“nation”的基础。但“nation”与一般文化共同体的

不同之处，恰恰就在于它是民族国家范围内，通过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动员等方式的现代建构

产物。“nation”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并不能截然分开，而是一种紧密互动的状态。因此，

“nation”在安东尼·史密斯的视域中被定义为：“具有名称，占有领土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

的神话、共享的历史和普通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员生活在单一经济之中并且有着同样的权利和义

务。” [15](P.14)族群—象征主义的理解路径能够有效的突破主客观的谱系架构，其话语优势在于更

具综合性、概括性和平衡性，但也正因如此而显得过于琐碎。 

“nationality”一词仍然存在，并延续了其最初的意义，既指国籍也指族类群体。作为族体

概念是指在民族国家内部获得政治认可，拥有一定自治权利，但却不能独立建国的族类共同体。

例如西班牙 1978 年宪法就明确认为，“nationality”是“nation”的组成部分，作为“nationality”

的人群共同体拥有自治权利，但也必须以维护国家统一为前提条件。[4]如加泰罗尼亚人、巴斯克

                                                        
[1]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03. 
[4] 朱伦，“‘跨界民族’辨析与‘现代泛民族主义’问题”，《世界民族》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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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加利西亚人可以界定为“nationality”,而吉卜赛人、犹太人、亚裔人包括华侨等往往被界定

为“ethnic group”。[1]类似的情况也在前苏联出现，作为“nationality”的族类共同体不允许建立

加盟共和国，但可以建立“自治区”或“自治共和国”。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也曾在较长的

时间段内使用“nationality”一词来指称从国外移民到美国的群体，但从 20 世纪中期开始，移民

群体逐渐由“ethnic group”来指称。[2](P.77) 

“ethnic group”一词的内涵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人们开始清算种族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影

响，并尝试在学术领域区分“ethnic group”和“race”两个概念。前者更加凸显历史文化的差异，

而后者更加强调人类体质的差异。20 世纪中期之后，“ethnic group”的内涵更加明确，主要是指

在语言、习俗、历史等方面区别于主体人群的少数群体，并且进一步淡化了种族色彩，强调了在

文化和身份上的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如《现代社会学词典》对其的解释：“一种带有某种共同

文化传统和身份感的群体，这种群体作为大社会中的亚群体而存在。” [3](P.4) “ethnic group”在

欧美国家作为中性词汇的使用日益广泛，作为官方正式用语，其含义也相对一致和明确，主要指

区别主流文化群体的少数群体和移民群体。 

对于“ethnic”一词的争议焦点是其判别标准和认同依据。有的学者更关注其存在的客观依

据，认为“ethnic group”之间区别在于习俗、语言、体质等方面的具体差异。如纳鲁尔在 1964

年就指出，“ethnic group”单位可由客观标准如文化、语言、社会组织等来定义。[4]有的学者则

更关注“ethnic group”成员的主观认同，认为主观因素在认同上比客观因素更为重要。如·巴斯

在《Ethnic Group and Boundaries》一书中就认为，“ethnic group”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其关键

要素是自我归属和由他人归类的特征。[5](P.9-38)另外一些学者对主客观因素给予了综合性的共同关

注，如安东尼·史密斯认为“ethnic group”的内涵是：“与领土有关，拥有名称的人类共同体，

拥有共同的神话和祖先，共享记忆并有某种或更多的共享文化，且至少在精英中有某种程度的团

结。” [15](P.14) 

当前对于“nation”、“nationality”和“ethnic group”的理解，表面上看确实如霍布斯鲍姆所

言，“至今尚无一致通论或标准规则” [14](P.4)，但这些不同规则所指向的问题却是一致的，就是如

何应对全球化趋势对民族国家的冲击。对“nation”、“nationality”和“ethnic group”赋予不同的

内涵，实际上是解释民族国家内部人群共同体的稳定性，增强其凝聚力的路径之争。人们选取某

种理解方式，也就意味着采用相应的构建策略。承认族体差异的原生性和持久性，实际上就强化

了族体的整体性差异，为其在民族国家内部获取特定权限奠定了立论基础，以至于当代兴起和流

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就具有此种逻辑；而强调族体差异和自我认同的建构性，一定意义上消解了

整体上的区别，将其还原为一种个体的差别，也就为自由主义强调国家中立性和公民平等提供了

理论支撑。 

 

四、西方话语与中国问题 

 

纵观西方族体概念的演进历程，语义纷争与流变的背后是对国家话语体系的一种对接和回

应，尤其是与民族国家的构建、发展和危机密切相关。同时，不同国家对于族体概念内涵的赋予

和解释，也存在各异的学术理路，是根据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特点和现实需要而进行的理论创

制，是西方国家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共同体稳定与发展的理论选择。 

                                                        
[1] 朱伦，“西方的‘族体’概念系统——从‘族群’概念在中国的应用错位说起”，《中国社会科学》2005（4）. 
[2] Postiglione, Gerard A., Ethnicity and American Social Theory,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3. 
[3] 马戎编，《.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4] Raoul Naroll，“On Ethnic Unit Classification”，Current Anthropology, Vol.5, No.4, 1964. 
[5] Fred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 and Boundaries，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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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而言，我国也面临着国家整合与民族认同的历史性课题，在国家与民族的理论构建中，

族体概念的选用与解释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然而，我国在族体概念的选用问题上，始终延续

着追求中英文对应的路径，以此作为理论的基础。虽然这是学术交流与对话的需要，但在某种程

度上，也反映出西方话语地位依旧强势，和中国自身理论体系构建的不足。从西方族体概念的出

现和演变，我们可以看出其背后蕴含着的社会因素和学术传统，即使是同一个词汇，在不同国家

或不同学者的视野里也存在着较大差别。其实，这也警醒着我们，民族国家的制度架构是人类政

治文明的一种共性显现，但民族国家的构建和建设的路线却是个性化的。 

中国作为崛起中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理论的自觉与自信尤为重要，直接影响着国家的

发展、稳定和凝聚力，考察我国的民族概念，“民族”一词就出现了多层次的含义，既指国家整

体层面的人群共同体，在我们国家只有一个，即中华民族；也指国家内部的人群共同体 ，即我

们国家的 56 个民族。“民族”这一概念的现实内涵，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探索民族独立与解放，

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道路体现，也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重要成果。因此，

对于“民族”内涵的理解，我们要关注西方理论成果，但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中国的发展

与崛起，需要更具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不能强行对应，我们在选用与解释

族体概念之时，既要有学术自觉，也要有本土意识，充分考虑文化或词语惯性的力量。 

当前，对于中文“民族”一词的理解，不能仅仅反思这种一词多意的复杂性，而应该正视历

史因素，“从中国历史和民族发展史角度看，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几千年的历史中众多民族逐渐地

组成为一体的，也就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现存状况是客观地、现实地包含着 56 个民族实体，

也就是一体多元。” [1]同时，积极探索民族概念复杂性对中国民族问题解决的正面意义和可供挖

掘的理论资源，尤其体现在中华民族和 56 个民族的关系问题。首先，中华民族和 56 个民族都是

民族实体，不能以一方的认同代替另一方；其次，中华民族和 56 个民族又是不同层次的民族实

体，中华民族具有整体性和基础性地位，是“一体”和“多元”的内在关系，不能相互颠倒，“一

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

要素和动力”。[2](P.30)这也决定了我国的民族整合与建构思路，是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或多元文化

主义逻辑，是“‘一体’格局中的‘一体’出发去认知‘多元’，同时，从‘多元’的角度去理解

‘一体’的形成。如果一味强调从民族出发去理解多民族国家，往往会产生重‘族’轻‘国’的

负效应；同时，如果不科学认知‘多元’的作用，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一体’从何而来。” [3]我

们要承认各民族的自我认同，同时又要强调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性和前提性地位，实现两者认同

的平衡、协调与相互促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4](P.117) 

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不能只关注民族概念的更替，也不能简单追求与国外概念的对接，更不

能用国外有着特定话语背景的族体概念（而且这些概念本身的内涵也不统一，西方各国为解决自

身的民族问题，也在为这些概念赋予符合自身需要的内涵），人为地裁剪或修改中国民族概念的

丰富内涵，而应该立足中国国情，分析中国问题，用中国经验为世界多民族国家建设贡献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 

 

 

 

 

                                                        
[1] 吴月刚、肖锐、金炳镐，“试论习近平新时代民族工作思想体系”，《民族研究》2017(6). 
[2]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 
[3] 严庆，“本体与意识视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3）. 
[4] 《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学习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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